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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借助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微观数据,本文系统考察上游垄断对中国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

及其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下游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水平。 在考虑指标测量误差、同时期

的政策改革效应、样本选择、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干扰计量回归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从影响机

制来看,上游垄断可以通过提高中间品国内外相对价格、减少本土中间品种类、降低中间品质量三个作用渠道阻碍

下游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进程。 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上游垄断会显著降低从事非加工贸易、低契约密集

度行业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水平,而对从事加工贸易、高契约密集度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

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升级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上游垄断　 外资企业　 供应链本地化　 产业链升级　 制造业　 稳外资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2-0075-19

　 　 一、问题提出

产业链供应链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1] 。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

产业链供应链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的地位持续攀升。 但现阶段,中国还未完

全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部分链条环节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还存在不足,国民经济循环堵

点亟待打通[2] 。 与此同时,近年来的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以及过去三年的新冠

病毒感染冲击,显然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当

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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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微观主体,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1] 。 其中,外资企业是更加特殊的存在。 为了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一直以来都将引进外

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FDI 的大规模进入在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经济

增长的同时,还通过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过程,促进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3] 。
相对于本土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在中间产品采购数量、质量、种类、稳定性等诸多方面一直都具有一定优势,
这有利于融入其供应链的国内企业实现技术改革、效率提升以及质量升级,进而对中国整体的产业链供应

链发展产生诸多增益[4-6] 。
以中国的消费电子行业为例,根据苹果公司官网( http: / / www. apple. com) 的数据,在美国苹果公司

2019—2021 年的前 200 大核心供应商名单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数量分别是 42 家、51 家和 50 家。 对

于其中很多企业(如立讯精密、德赛电池等)来说,苹果公司是它们的第一大客户,其订单额占比在 30%以

上。 当然,这些供应商也在同时为国内的手机以及其他消费电子生产商提供零部件。 由此,苹果公司的供

应链本地化过程就为中国消费电子制造商提供了众多能够生产高质量零部件的供应商企业。 事实证明,这
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手机制造商的快速发展,提升了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过程不但有利于培育出上游行业的优质供应商,而且可以对同行业本土企业

的快速成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提升自主可控能力与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 此外,从稳外资工作来看,进一步推动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还能够增加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根

植力和附着力,增强外商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黏性。 这将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对外

资产业链转移的不利影响,稳定中国制造业的外资规模[7] 。 由此,研究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问题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供应链是一个上、下游行业之间环环相接的整体流程,一个环节受阻,其他环节运转效率就会下降。 经

历长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下游行业已经基本实现自由竞争的同时,部分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依然偏高,这
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性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作[8] 。 近年来,国内制造业发展

在核心中间材料方面不断受到产业链上端产品的质量掣肘,亦使各界更加重视上游行业垄断带来的低效

率[9] 。 对此,已有文献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讨论。 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
由于较高水平政府补贴的存在,上游垄断将提高下游行业的中间品投入成本,进而制约下游企业生产规模

扩大与产品质量提升[10] 。 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实证考察了

制造业上游垄断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DVAR)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游垄断降低了下游企业的 DVAR,成本

加成下降与研发创新减弱为潜在的影响渠道[11] 。 与此同时,吕云龙和吕越(2018)也有相似结论,即上游垄

断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价值链的进一步升级[12] 。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尚未以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为视角严谨规范地实证考察上游垄断的经济

影响,也缺乏对中国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提升路径问题的深入关注。 以此为背景,本文拟结合 2000—
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准确计算在华外资企业非进口中间品投入在总中间品投入

中所占比例,并将其作为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的代理指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上游垄断对外

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现阶段中国如何更好地做好稳外资工作,实现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以及国内、国外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与现有文献相比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提升路径问题。 纵

观已有文献,本文所关注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虽然在有关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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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相对更多的体现①,但此类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本国企业的经营行为,往往忽略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过

程的重要性。 第二,通过构建上游垄断程度指标,深入探讨上游垄断对中国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对现有研究上游垄断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相关文献也同样可以形成一个

有益的补充。 第三,通过对两大微观数据库中外资企业数据的一系列细致匹配和处理,建立包含企业地理

信息、行业信息、财务信息和贸易信息的外资企业数据库。 本文从微观层面准确计算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

化程度,并通过加权处理得到样本期内行业间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差异与变动幅度差别及其整体上的

变化趋势,相对准确地反映生产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的产业链布局。 第四,研究结论能够为

现阶段中国进一步放开上游行业、强化反垄断以及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与“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有序构建提供新的实证依据。

　 　 二、理论机制分析

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外资企业是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供应链本地化问题必然首

先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密切相关。 在这方面,赫尔普曼和拉津( Helpman
 

&
 

Razin,1978)最早基于

一个多国生产模型研究了跨国公司为什么存在,即企业为什么会选择跨国生产:在产品异质性、不完全竞争

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基于垂直一体化的跨国生产模式能够带来生产上的优势[14] 。 而后,基于异质性

贸易理论,赫尔普曼等(2004)认为高生产率企业选择跨国生产的可能性更大[15] 。 凯勒和耶普尔( Keller
 

&
 

Yeaple,2013)对赫尔普曼等(2004)的研究进行了拓展,通过假定跨国公司母公司技术在不同国家的有形传

播途径(专门型中间品贸易)与无形传播途径(通信手段),得出技术密集度更高的行业(联系成本更高)的

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更加依赖母公司中间品供给的研究结论[16] 。 也有学者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解释跨国

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强调了母公司市场势力与中间产品生产的可替代程度对外资企业生产模式选

择的重要性[17-20] 。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及市场结构在理论上也能够对外资企业的供应商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就包括东

道国各部门(尤其是各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21] 。 这是因为,在供应链上下游这个环环相接的整体流程中,
上游行业的最终产品往往是下游外资企业中间投入品的重要来源,下游外资企业的供应商选择决策(即选

择国内供应商还是选择进口中间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上游垄断作用下的中间品国内外相对价格、
本土中间投入品种类以及本土中间投入品质量的影响。 由此可以引出上游垄断影响下游外资企业供应链

本地化的三个作用渠道,具体为:
第一,中间投入品价格渠道。 上游行业垄断有利于在位企业尤其是行业内所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少数垄

断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市场价格操纵以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获得远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

润[22] 。 进而下游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购买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可能会随着国内上游行业垄断加深与产品定

价能力增强而不断提高。 作为应对,由企业生产的成本最小化原则可知,在产品同质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本

土中间投入品价格超过了一定限度,受到影响的外资企业就有可能更多地去选择国外的供应商,即增加中

间品进口比重以实现对国内中间品的替代。 显然,这不利于中国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的提升。
第二,中间投入品种类渠道。 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业的产品种类丰富与否,与该行业的市场活力与研发

投入强度息息相关[23] 。 同时诸多研究又表明,行业的市场活力与研发创新提升的动力来源于竞争的激励,
即市场竞争的加剧有利于提高市场活力,刺激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出新的产品来避免竞争压力[24-26]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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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竞争的对立面,上游行业垄断可能会减少上游行业的最终产品种类并进而阻碍下游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

获得更丰富的中间投入品。 而在一个具有固定替代弹性(CES)的生产函数中,丰富的中间投入品是企业生

产率提升的重要源泉[27] 。 在受到上游垄断冲击后,下游的外资企业可能将更多地寻求国外的中间品以维持

自身的竞争力,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随之下降。
第三,中间投入品质量渠道。 已有研究表明,现实中很多垄断情况的发生并非由于企业自身效率提高,

而是政府保护的结果[10] 。 因此,垄断可能不仅导致了高价格,还使得一些原本效率更高的企业难以进入,进
而在位企业可能由此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产品质量则不断降低。 也就是说,上游垄断对合理市场竞争的

潜在干扰将弱化上游企业的研发创新倾向,进而对上游行业的最终产品质量产生负向影响[11] 。 进一步地,
相对于下游行业而言,这可能会导致上游企业生产的中间品不能达到下游外资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质量要

求,从而驱使外资企业更多地从国外进口中间品,降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
综上所述,上游垄断程度的加深可能通过提高下游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购买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相

对于进口中间品),阻碍下游行业在国内获得较丰富、质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等多重渠道遏制下游外资企业

供应链本地化水平的提升。 本文将采用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研究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

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方向与作用机制。

　 　 三、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ocalfict =β0 +β1upmlyit + γX fict +dt +df +di +dc +εfict (1)

其中,下标 f、i、c、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localfict 为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水

平,其数值越大则说明外资企业更多地在中国采购中间投入品,具体测度方法将在下文中做详细介绍。 核

心解释变量 upmlyit 为制造业行业的上游垄断程度,该指标的构造方法也将在下文进行说明。 X fict 为一系列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1)企业的资本劳动比 ( lnk_lfict), 用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的企业实际固定资本与企业

年平均劳动力数量比值的对数衡量;(2)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lntfp_lpfict), 采用 LP 半参数方法估计而得;
(3)企业经营年限 ( lnagefict), 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差值的对数衡量;(4) 企业的中间品投入强度

(lninputfict), 用企业中间投入产品总额与企业年平均劳动力数量比值的对数衡量;(5)企业的出口依赖度

(exportfict), 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销售额的比值衡量;(6)企业规模 ( lnscalefict), 用企业年平均劳动力数量

的对数衡量。 最后,本文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 dt、 企业固定效应 df、 行业固定效应 di 以及城市固定效应

dc。 εfict 为随机误差项。

　 　 (二)核心指标测度

1. 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

对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的准确测度,较优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企业供应商层面的生产网络数

据,清晰地识别外资企业选择供应商的模式、本土企业是否与外资企业共享供应商以及各类供应商的基本

信息等[5-6] 。 但由于目前国内缺乏权威的企业间生产网络数据,本文在基和唐(Kee
 

&
 

Tang,2016) [4] 等已有

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在华外资企业非进口中间品投入在总中间品

投入中所占比例,并以此作为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的代理指标。 这种方法明确了采购来源地,较为

准确地衡量了外资企业在中国采购中间品的程度,可以很好地刻画本文的核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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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参照已有研究[28-29]的方法,对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外资企业数据进行

匹配和处理,建立起包含企业地理信息、行业信息、财务信息、贸易信息的外资企业数据库。 本文依据广义

经济分类法(BEC)将进口产品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分为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三类,并将其中的中间品

视为外资企业在生产中投入的中间产品。 利用 1 与进口中间品占企业中间品总投入比重的差值计算外资企

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如式(2)所示:
localfict = 1 -im_intermediatefict / intermediatefict (2)

其中, im_intermediatefict 为外资企业中间产品进口额, intermediatefict 则是其在当年总的中间投入合计。
在指标实际测算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对于企业没有中间品进口的年份,将 im_intermediatefict
计为 0;(2)依据当年的美元 / 人民币汇率①对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财务指标的单位进

行了统一;(3)测算出的供应链本地化指标可能会出现大于 1 或者小于 0 的值。 其中,第三种情况的发生

可能是由于企业进口产品并非自用,而是在国内转卖,这种间接进口的行为不仅会使得部分企业进口大

于自身使用,从而体现为指标偏小,还会使得另一部分企业进口产品所占比重偏小(指标偏大) 。 此外,
这还可能是由于企业特殊的会计准则或统计错误而出现中间投入合计为负的情况。 对此,本文将大于 1
的值删除,并将小于 0 的值修改为 0。

2. 上游垄断程度

借鉴现有研究[10-12] 的普遍做法,根据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采用上游行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衡量制造业的上游垄断程度:

upmlyit = ∑ j
θ jithhi jt = ∑ j∑ f

θ jit( salefjt / salejt) 2 (3)

其中, θ jit 是行业 i 所使用的总中间投入中来自行业 j 的中间品的比重②; hhi jt 为行业 j 在当年的市场集

中度(即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用 hhi jt = ∑ f( salefjt / salejt) 2 计算; salefjt 是企业 f 在当年的销售额; salejt 为

行业 j 在同年的销售额总计。

　 　 (三)数据使用

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套微观数据库:200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

关数据库。 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上,首先借鉴布兰特等(Brandt
 

et
 

al.,2012) [30] 、聂辉华等(2012) [31] 的

处理方法进行了数据库的逐年合并以及各种相关的预处理工作,包括统一行业代码、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

样本、剔除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剔除非制造业样本等。 然后,对于部分年份工业中间投入合计与工业

增加值未被统计的情况,参考陈林(2018) [32]的做法,根据相应的会计准则补齐:工业中间投入 =存货-存货

中的产成品+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应付工资和福利费;工业增加值 = 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增值

税。 将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加总到“企业-产品-贸易方式-年份”的层面,并将产品编码都统一为 HS1996
的六位产品编码③。

两套微观数据库的匹配使用需参照已有研究的方法[28-29] ,对两大数据库中的外资企业数据进行一系列

匹配和处理,建立起包含企业地理信息、行业信息、财务信息、贸易信息的外资企业数据库。 在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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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使用接近样本期初始年份的 200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此中间投入权重数据。
各版本 HS 编码的对应表来源于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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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别提取两大数据库中的外资企业名称①,并将提取后的两份含有企业名称的外资企业数据相匹配,匹
配过程中不考虑年份因素②。 然后在得到的匹配表中,对于一个工业企业对应多个海关企业的情况(可能是由

于企业发生重组、迁址或名称变更),将多个海关企业的贸易数据都认为是该工业企业的贸易数据;对于一个海

关企业对应多个工业企业的情况,将该类样本认定为异常值(与《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相违背),并
予以删除。 最后,利用上述步骤形成的两个数据库的外资企业对应表完成两个数据库的最终匹配。

　 　 (四)典型事实与描述性统计

采用以上方法和数据进行测算后,本文以行业总产值占比作为权重测算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整体水

平的变动趋势③(见图 1)。 可以发现,整体来看,2000—2014 年,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采购中间品占其总中

间投入合计的比重有所增加,即供应链本地化程度从 2000 年的 65%左右增长到 2014 年的 75%以上。 这不

仅呼应和印证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33] ,更是体现出加入 WTO 后中国在对外

开放、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激励了外资企业将更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并在中国进行供应

链布局,与此同时,也提高了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满足外资企业需求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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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4 年在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

另外,从图 1 还可以看出,中国外

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出现过一个

短暂的下降阶段 ( 2002—2004 年)。
原因可能与 2002 年外资企业供应链

本地化水平突然升高有关。 如果剔除

2002 年数据,样本期内外资企业供应

链本地化程度还是能够基本呈现出稳

步增长趋势的。 与 2001 年相比,2002
年外资企业在产值与总中间品投入有

明显提高的同时,中间品进口额变化

并不明显,进而导致外资企业供应链

本地化水平突然升高。 这可能由于中

国加入 WTO,大大增强了外资企业在

华投资与发展的信心。 外资企业扩大

了生产规模,但在短时间内中间品的

国际采购难度可能大于本土购买,因
此 2002 年外资企业对本土中间投入品的相对需求突然大幅提高。 而后通过对国内外供应链的调整整合,外
资企业中间品进口占比又慢慢赶上产量的增加,从而体现为 2002—2004 年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的缓

慢下降。 2004 年之后,随着外资企业不断地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以及中国本土中间品品质的提升,外资企业

供应链本地化进程真正实现稳步推进。 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进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另

外,值得说明的是,基和唐(2016)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DVAR 的趋势描述同样发现了 2002 年的数据突变

08

①

②

③

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将实收资本中外资占比超过 25%的企业识别为外资企业(对于数据库中某些年份缺少实收资本组成的情况,结
合使用企业控股情况与登记注册类型进行替代识别);在海关数据库中,将海关注册编码第 6 位为“2”“3”或者“4”的企业识别为外资企业。

这是因为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一家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名称可能发生变化,并且与相应年份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可能也不相一

致;另外,在海关数据库中,企业可能会因为在某一年没有进出口记录而在数据库中存在缺失值,这也会使得数据库匹配出现偏差。
行业层面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则由企业层面数据按照企业工业总产值加权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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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口 DVAR 突然提升)及其所体现出的 2002 年制造业外资企业对本土中间投入品相对需求大幅度提高

的既定事实[4] 。 本文对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程度的测算结果与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进一步地,本文计算了各国民经济行业(二位码)在 2000—2014 年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①。 这样

可以更好地体现行业间的外企供应链本地化水平差异与变动趋势差别。 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4 年大部分

行业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程度均有提升,但提升幅度明显不同,提升幅度较大的行业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 而呈现出外资企业供应链本

地化程度下降的行业只有农副产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与化学纤维制造业。 从 2000—2014 年平均值来看,食品

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三个行业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程度超过了 0. 9,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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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游垄断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散点图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在中国本土进行中间投入

品采购的比重只有 58%和 59%。 中国各

行业的外资企业中间品采购决策存在明

显的异质性,这与其自身的行业特征(如
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等②) 密切相

关。 本文重点关注的上游垄断因素与外

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又存在着何种关

系? 本文绘制了 2000—2014 年中国制

造业的上游垄断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

化的二维散点图以及拟合的趋势线

(图 2)。 从图 2 可以明显地看出,拟合

线的斜率为负,即上游垄断与外资企业

供应链本地化呈负相关关系。 这为本文

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事实基础,下文将

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与机制分析以更准确且深入地研究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效应。
结合前文对变量的描述,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ocalfict 504
 

218 0. 741 0. 311 0. 000 1. 000

upmlyit 504
 

218 0. 004 0. 003 0. 000 0. 014

lnk_lfict 504
 

218 4. 217 1. 785 -5. 892 12. 609

lnscalefict 504
 

218 5. 315 1. 094 0. 000 11. 380

exportfict 504
 

218 0. 535 0. 416 0. 000 1. 000

lntfp_lpfict 504
 

218 5. 980 1. 325 -22. 745 15. 412

lnagefict 504
 

218 1. 947 0. 627 0. 000 4. 868

lninputfict 504
 

218 5. 112 1. 179 -6. 003 12. 349

18

①
②

限于篇幅,该测算结果未报告,备索。
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越高,表明该行业内的外资企业可能更加依赖海外母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其中间投入品(零部件等)的

供给更可能受到母公司控制。 对此,本文在计量回归式中加入行业固定效应予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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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上游垄断影响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仅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

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 upmlyi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能够在 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 然后逐步加入控制变

量以及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并将相应的回归结果报告于列(2)、列(3)。 其中, upmlyit 的估计系

数虽有小幅度下降,但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估计结果比较稳健。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

上游垄断程度的加深会抑制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中间投入品购买的意愿,阻碍其供应链本地化进

程,进而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外资稳定与产业链供应链升级。

表 2　 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ocalfict

(1) (2) (3)

upmlyit -1. 723∗∗∗ -1. 504∗∗∗ -1. 447∗∗∗

( -4. 306) ( -3. 592) ( -2. 814)

lnk_lfict -0. 021∗∗∗ -0. 021∗∗∗

( -15. 698) ( -15. 743)

lnscalefict 0. 015∗∗∗ 0. 015∗∗∗

(9. 624) (9. 865)

exportfict -0. 047∗∗∗ -0. 045∗∗∗

( -23. 509) ( -23. 278)

lntfp_lpfict -0. 022∗∗∗ -0. 023∗∗∗

( -24. 356) ( -23. 431)

lnagefict -0. 003 -0. 003

( -1. 112) ( -1. 125)

lninputfict 0. 082∗∗∗ 0. 082∗∗∗

(55. 713) (55. 946)

常数项 0. 679∗∗∗ 0. 436∗∗∗ 0. 351∗∗∗

(371. 256) (26. 807) (26. 721)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03
 

476 503
 

453 503
 

453

R2 0. 800　 　 0. 816　 　 0. 817　 　

F 值 16. 437 490. 167 489. 223

　 　 注:列(1)为仅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列(3)为进一步控制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的结果。 括号内

为经过企业层面聚类标准差校正后的 t 值,∗∗∗ 、∗∗ 、∗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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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稳健性检验

1. 上游垄断程度:指标替换

在基准回归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是上游行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制造业行业的上游垄断程度。 使

用销售额排名前 4 位以及前 8 位企业的份额集中度代替 hhi jt 代入式(3) 计算得到新的上游垄断指标

(upmlycr4it 和 upmlycr8it), 然后将此替代指标代入式(1)进行计量回归,估计后的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 结果

显示, upmlycr4it 和 upmlycr8it 的回归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得到了有效验证。

表 3　 稳健性检验:上游垄断程度的其他衡量

变量 (1) (2) (3) (4)

upmlycr4it -0. 148∗∗∗ -0. 160∗∗

( -2. 878) ( -2. 245)

upmlycr8it -0. 171∗∗∗ -0. 184∗∗∗

( -3. 437) ( -3. 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03
 

453 503
 

453 503
 

453 503
 

453

R2 0. 813
 

7 0. 814
 

0　 0. 813
 

7　 0. 813
 

8　

F 值 490. 325 487. 006 491. 157 489. 634

　 　 注:列(1)和列(3)分别为 upmlycr4it 和 upmlycr8it 的结果,列(2)、列(4)分别在列(1)、列(3)基础上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与城市固定效应。

2.
 

控制同时期的政策改革效应

为了排除同时期中国加入 WTO、进行外资管制放松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对本文核心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

借鉴已有研究[34-35] ,在基准计量回归式(1)的基础上加入 2001 年行业中间投入品关税 input_tariffi2001
① 与时间

虚拟变量 post02t
② 的交互项、行业内外资企业数量占比( foeit)、国有企业数量占比( soeit)③做进一步估计,结

果见表 4 列(1)—列(4)。 由表 4 可见,控制同时期政策改革效应的影响后,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即上游垄断程度的加深显著抑制了中国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进程。

表 4　 稳健性检验:控制同时期政策改革效应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upmlyit -1. 906∗∗∗ -1. 691∗∗∗ -1. 688∗∗∗ -2. 054∗∗∗

( -3. 225) ( -2. 840) ( -2. 634) ( -3. 551)

38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 WTO 的关税数据库(Tariff
 

Download
 

Facility)、世界银行的 WITS 数据库以及 200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post02t 在 2000 年和 2001 年取值为 0,在样本期内其他年份取值为 1。

 

foeit 和 soeit 的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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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变量 (1) (2) (3) (4)

input_tariffi2001 ×post02t 0. 086∗ 0. 085∗

(1. 842) (1. 833)

foeit -0. 028∗∗∗ -0. 024∗∗∗

( -3. 276) ( -3. 423)

soeit 0. 171∗∗∗ 0. 170∗∗∗

(12. 156) (12. 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03
 

453 503
 

453 503
 

453 503
 

453

R2 0. 815
 

6 0. 815
 

5 0. 816
 

3　 　 0. 816
 

3　 　

F 值 427. 763 429. 166 442. 478 374. 024

　 　 注:列(1)—列(4)分别为 input_tariffi2001 ×post02t、foeit、soeit 和所有变量的回归结果。

特别地, input_tariffi2001 ×post02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本

土购买中间产品。 这一实证结果与直觉相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在降低企业使用中间品进口成本的同

时,还给国内市场带来更优质且多样化的进口中间品,因此,受到中间品关税削减冲击的行业,通常外资企

业供应链本地化水平应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进一步深入挖掘行业中间投入品关税的概念与

衡量方式,可以发现行业中间品关税其实是结合了先期测算得到的各行业最终产品关税与中国制造业行业

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即 input_tariffit = ∑jθ jit×output_tariff jt。 其中,θ jit 与上游垄断指标测度时所使用的指标相

同,即行业 i 所使用的总中间投入中来自行业 j 的中间品的比重。 行业中间产品关税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其上游

行业最终产品关税税率的大小。 因此,行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越深入,表明其上游行业正经历着越大幅度的最

终产品关税减让,由此带来的进口竞争冲击将极大地增加国内产品市场的可竞争性、市场活力以及资源的配置

效率,引发资源更多地向高效率企业倾斜,这有利于其上游行业产成品(相对于下游行业而言为中间产品)的质

量升级与种类扩张[36] 。 也就是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仅可以影响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效益,更使得该行业

的外资企业能够在本土购买到上游行业提供的更丰富且优质的中间品。 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后者的影

响作用可能更大。

3. 剔除过度进口的企业样本

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保留了供应链本地化水平测量值小于 0 的样本并将其调整为 0,一方面是由于

这类外资企业可能自身中间品进口比重较高(定义为“过度进口”企业)导致剔除这类样本可能造成样本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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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丢失部分观测值。 但经此处理后进行计量回归可能带来不准确的结果,为

了稳健起见,本文使用剔除这类过度进口的企业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 5 中。 由表 5 可见,虽然

模型估计所使用的样本量有所减少,但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未发生实质

性的变化。

表 5　 稳健性检验:剔除“过度进口”的企业样本

变量 (1) (2) (3)

upmlyit -2. 038∗∗∗ -2. 191∗∗∗ -2. 570∗∗∗

( -6. 845) ( -5. 723) ( -5. 95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67
 

241 467
 

228 467
 

228

R2 0. 767
 

2　 0. 771
 

4　 0. 771
 

5　

F 值 26. 282 205. 427 203. 906

　 　 注:列(1)为基准回归,列(2)、列(3)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并分别控制了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

4. 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层面变量,而核心解释变量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是行业层面变量。 因此,

由双向因果关系导致本文实证过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10] 。 另外,为了控制一些可能同时

影响上游行业垄断程度与外资企业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还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年

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企业固定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遗漏相关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

为了稳健起见,本文拟进一步引入两个工具变量:(1)中国的上游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与行业内大型国

有企业的主导以及民营企业发展受限有关[8] ,而后者可能又与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密切相关[37] 。

参考已有文献[37] 的思路,借助 1998 年各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比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构建上游行业国

有经济比重指标,以此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①。 (2)参照既有文献[10] 的做法,采用核心解释

变量的滞后一期项作为当期变量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upmlyit 的回

归系数依然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其中,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以及工具变量弱识别

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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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 1998 年首先是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1998 年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起始的年份;其次,彼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烙印

依然存在,符合本文的工具变量构建思路;再次,由 1998 年各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比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构建的上游行业国有经济比重指

标也满足一定的外生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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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上游行业国有经济比重 滞后一期

(1) (2) (3) (4)

upmlyit -3. 723∗∗ -3. 138∗∗ -4. 608∗∗∗ -4. 911∗∗∗

( -2. 045) ( -2. 227) ( -3. 649) ( -3. 5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3
 

531. 126 3
 

986. 004 3
 

722. 542 3
 

982.
 

413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8
 

741. 405 4
 

697. 056 8
 

377. 241 4
 

261. 202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03
 

453 503
 

453 430
 

658 430
 

658

R2 0. 061　 　 0. 061　 　 0. 082　 　 0. 082　 　

F 值 337. 162 339. 723 358. 631 359. 176

　 　 注:列(1)、列(3)为未控制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的结果,列(2)、列(4)为进一步控制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的结果,后表同。

　 　 (三)异质性分析

1. 不同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典型特征[35] 。 在加工贸易模式下,中间产品进入中国

的过程中免征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同时企业的生产决策也更多地依赖订单国家的技术支持与质量要求。

因此,加工贸易企业往往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而较少与中国本土中间产品供应商建立直接联系。 作

为加工贸易的重要主体,中国大部分的外资企业都或多或少参与了加工贸易。 那么,中国制造业存在的

上游垄断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外资企业供应链区位布局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本文将外资企业分为

加工贸易企业①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后分别进行计量回归,并将结果报告于表 7 中。 结果显示,在加工贸易

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在非加工贸易企业子样本的

回归结果中, upmly it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与本文预期相符,即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

企业可能对国外中间产品的依赖度过高以至于未在中国本土建立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因而受到上游垄断

的影响不够显著。

68

① 将样本期内至少有一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超过 50%的企业看作为加工贸易企业,其他企业则为非加工贸易企业,即只要企业在样

本期内出现过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大于 50%,就将其视为加工贸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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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分析:不同贸易方式

变量
非加工贸易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

(1) (2) (3) (4)

upmlyit -1. 514∗∗∗ -1. 982∗∗∗ -0. 477 -0. 576

( -2. 715) ( -2. 847) ( -0. 712) ( -0. 6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8
 

176 228
 

176 275
 

277 275
 

277

R2 0. 770　 0. 770　 0. 795　 0. 796　

F 值 72. 376 72. 855 443. 109 436. 169

2. 不同契约密集度

根据不完全合同理论的相关研究[38-39] ,不同行业的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中间品对契约制度的

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相对标准化的中间品,关系专用性投资可产生的经济租金较小,由此受关系投

资性投资不足的影响较小,即中间品交易过程对契约制度的依赖程度较弱,在受到供应链负面冲击后重新

选择新的供应商的成本较低①;而相对定制化的中间品则更多地依赖关系特定性投资,这类产品在合同订立

上需花费太多成本,在建立新的中间商联系方面相对更难②。 本文所关注的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中间品采

购决策变动的影响在不同契约密集度的行业可能存在一定差别。 由此,按照行业契约密集度的不同将总样

本划分为高契约密集度和低契约密集度两组后分别进行计量回归[38] ,结果如表 8 所示。 上游垄断对高契约

密集度行业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影响的显著程度不高;而在低契约密集度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核心

解释变量 upmlyit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说明,高契约密集度行业较大的合同订立成本以及较

难建立新中间商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游垄断的供应链负面冲击对外资企业中间品采购决策变动

的影响。

表 8　 异质性分析:不同契约密集度

变量
契约密集度低 契约密集度高

(1) (2) (3) (4)

upmlyit -3. 034∗∗∗ -3. 857∗∗∗ 1. 705 3. 149∗

( -5. 941) ( -5. 903) (1. 368) (1. 7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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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家禽屠宰”(poultry
 

processing)所用的中间品肉鸡(chicken)。
比如汽车生产中用到的特定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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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续)

变量
契约密集度低 契约密集度高

(1) (2) (3) (4)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8
 

523 268
 

523 234
 

930 234
 

930

R2 0. 814 0. 824 0. 813 0. 813

F 值 214. 379 213. 364 285. 164 283. 587

3. 地区差异

结合上文上游垄断对不同契约密集度行业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考虑到中国各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契约制度环境、中间品进口便利程度等方面皆有不同,本文进一步将总样本分为东部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子样本,实证考察上游垄断对不同地区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异质性影响。 表 9

报告了相应的计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上游垄断对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而

对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一般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在受到上游垄断的供应链冲击时

应该能够更容易地进行中间产品采购决策的调整(由国内采购变为进口中间品)。 但结合前文不同契约密

集度行业所体现出的差异来考虑,这个结果也不难理解:东部地区相对更高的契约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可

能使得该地区的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中间产品定制化程度更高,从而在受到上游垄断的供应链冲击后建立新

的供应链联系方面受到较大的阻碍,难以进行中间品采购决策的调整。 上游垄断对不同地区外资企业供应

链本地化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凸显践行契约精神、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表 9　 异质性分析:不同地区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1) (2) (3) (4)

upmlyit -1. 153 -0. 228 -1. 467∗∗∗ -1. 404∗∗

( -0. 970) ( -0. 151) ( -3. 358) ( -2. 3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2
 

752 62
 

752 440
 

701 440
 

701

R2 0. 845　 　 0. 845　 　 0. 824　 　 0. 824　 　

F 值 41. 305 37. 663 456. 235 457.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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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作用机制检验

由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可知,中国上游行业垄断程度的加深可能通过提高中间品国内外相对价格、减少

本土中间品种类、降低中间品质量三个作用渠道对下游行业的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产生负向影响。 借鉴

毛其淋(2020) [40]的实证模型对这三个影响机制进行计量上的检验,具体的计量回归式如下:

channelit =ρ0 +ρ1upmlyit + γX it +dt +di +εit (4)

localfict =δ0 +δ1upmlyit +δ2upmlyit ×channelit +δ3channelit + σX it +dt +di +εit (5)

其中, upmlyit 与前文一致, channelit 为行业 i 在 t 年的渠道变量,具体渠道有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变

量 pD / pI
it 、国内中间品种类数 up varietyit 以及国内中间品质量 upqualityit 。 具体地, pD 为参照基和唐

(2016) [4]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国内中间投入;pI
it 为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指数; upvarietyit 为行业 i 在 t 年能够获

得的来自上游行业的本土中间品种类数,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用上游行业的企业数作为中间品种类数的

代理变量①; upqualityit 为行业 i 在 t 年获得的由上游行业提供的本土中间品的产品质量,由于缺乏具体的产

品质量信息,本文采用上游行业的出口中间产品质量来反映整体的中间产品质量情况②,具体的测算步骤是

先借鉴已有研究[42-43]测算得到每个中间品的出口产品质量,然后在行业层面进行平均,最后利用行业间的

投入产出关系计算各个行业的中间品质量水平。 最后, X it 表征一系列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行业资本

密集度、出口密集度、平均固定资本、劳动力规模、企业平均年龄等。 dt 是年份固定效应, di 为行业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表 10 报告了本文影响机制部分的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列(1)、列(3)、列(5)结果

显示, upmlyit 对 pD / pI
it 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 upvarietyit 和 upqualityit 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上游垄断程度的加

深将提高下游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购买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进口中间品),并阻碍下游行业在国内

获得较丰富、质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 在列(2)、列(4)、列(6)的结果中, upmlyit ×pD / pI
i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 upmlyit ×upvarietyit 和 upmlyit ×upqualityi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下游的外资企业确实会由于上游垄

断作用下的国内中间品价格提高、种类减少以及质量下降而更多地转而从国外进口中间品,从而在生产过

程中更好地进行成本控制与质量管理,进而体现为供应链本地化水平降低。

表 10　 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提高价格 减少种类 降低质量

(1) (2) (3) (4) (5) (6)

upmlyit 3. 903∗ -1. 652∗ -2. 149∗∗∗ -3. 563∗∗∗ -2. 176∗∗ -4. 327∗∗

(1. 875) ( -1. 748) ( -4. 735) ( -3. 268) ( -2. 281) ( -2. 183)

98

①

②

在具有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中间品行业中,不同企业的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本文认为企业的数量可以作为中间品种类的

代理变量。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下,出口企业往往选择自身更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行出口[41] ,因此,这些出口产品的质量能够反映企业自身的

生产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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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变量
提高价格 减少种类 降低质量

(1) (2) (3) (4) (5) (6)

upmlyit ×p
D / pI it -1. 221∗∗

( -2. 170)

pD / pI it -0. 443∗

( -1. 896)

upmlyit ×upvarietyit 2. 175∗∗

(2. 422)

upvarietyit 1. 378∗∗

(2. 312)

upmlyit ×upqualityit 2. 054∗

(1. 785)

upqualityit 1. 012∗

(1. 7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326 6
 

326 6
 

326 6
 

326 6
 

326 6
 

326

R2 0. 604 0. 829　 0. 742 0. 835　 　 0. 544 0. 821　 　

F 值 27. 506 48. 697 35. 485 48. 830 37. 164 48. 315

　 　 注:列(1)、列(3)、列(5)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pD / pIit、upvarietyit、upqualityit,列(2)、列(4)、列(6)的被解释变量为 localfict。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部分外部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中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

弱化,产业基础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外资企业产业链外迁的现象明显[44] 。 与此同时,部分国内上游行业存

在的不完全竞争又可能会通过产业之间的上下游关联阻碍本土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而影响中国产

业链供应链升级与制造业外资规模稳定,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序构建。 以此为背景,本文聚焦

于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问题,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着重考察了上游垄断对外资企

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0—2014 年,中国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整体水平从 65%左右上升到 75%

以上。 这一结果在行业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体现为在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三个行业的外资

企业供应链本地化年均水平超过 0. 9 的同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在中国本土进行中间投入品采购的比重只有 58%和 59%。 第二,中国制造业的上游垄断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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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游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水平。 在考虑了指标测量误差、同时期的政策改革效应、样本选择以及内生性

问题等一系列可能干扰计量回归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第三,上游垄断将通过提高中间品国内外

相对价格、减少本土中间品种类、降低中间品质量三条作用渠道对下游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产生负向影响。

第四,上游垄断对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的影响随着企业、行业、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差异。 具体地,上游

垄断会显著降低从事非加工贸易、低契约密集度行业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本地化水平,而对从

事加工贸易、高契约密集度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为现阶段中国进一步放开上游行业、强化反垄断与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

级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序构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可能蕴含的政策启示有:首先,应进一步发

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 尤其要关注一些上游行业的垄断状态,降

低其市场准入门槛,合理地引入竞争机制,进而能够通过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推进上下游协同发展

与产业链整合升级,实现一个充分开放的全国大市场。 其次,持续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树立契约精

神,增强外企长期经营的信心,同时坚持稳住国内的供应链体系,推动形成协同高效的产业分工体系,并

以此提升外资产业链供应链根植性,维护外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最后,立足中国的产业优势与市场规

模优势,着力引导外资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鼓励更多高质量的外资企业参与中国的产业

链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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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pgra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is
 

one
 

of
 

the
 

primary
 

task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sup-
ply

 

chain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eveloping
 

China’ 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onducive
 

to
 

expanding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to
 

high-value-added
 

areas
 

and
 

increasing
 

their
 

resilie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paths
 

of
 

the
 

supply
 

chain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explores
 

the
 

upstream
 

monopolistic
 

factors
 

hindering
 

the
 

improvemen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upstream
 

monopoly
 

and
 

the
 

supply
 

chain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Then,
 

it
 

calculates
 

the
 

proportion
 

of
 

non-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input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otal
 

intermediate
 

goods
 

input
 

as
 

a
 

proxy
 

for
 

the
 

localization,
 

using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
terprises

 

database
 

and
 

the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4.
 

Subsequently,
 

it
 

uses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of
 

upstream
 

industrie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upstream
 

monopoly
 

in
 

manufacturing
 

and
 

conducts
 

a
 

series
 

of
 

empirical
 

tests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0
 

to
 

2014,
 

the
 

overall
 

localization
 

level
 

increased
 

from
 

around
 

65%
 

to
 

more
 

than
 

75%,
 

with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ten
 

percentage
 

points,
 

with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cross
 

industries.
 

(2)
 

The
 

upstream
 

manufacturing
 

monopol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ownstream
 

supply
 

chain
 

localiza-
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considering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
 

such
 

as
 

in-
dex

 

measurement
 

errors,
 

contemporaneous
 

policy
 

reform
 

effects,
 

sample
 

selection,
 

and
 

endogeneity.
 

(3)
 

Upstream
 

monopoly
 

hinders
 

the
 

supply
 

chain
 

localization
 

by
 

raising
 

the
 

relative
 

price
 

of
 

intermediate
 

goods,
 

reducing
 

the
 

vari-
ety

 

of
 

local
 

intermediate
 

goods,
 

and
 

lowering
 

the
 

quality
 

of
 

intermediate
 

goods.
 

(4)
 

Upstream
 

monopoly
 

significant-
ly

 

reduces
 

the
 

localization
 

engaged
 

in
 

non-processing
 

trade,
 

low-contract-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foreign
 

enterprises
 

engaged
 

in
 

processing
 

trade,
 

high-contract-in-
tensive

 

industrie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The

 

findings
 

may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nsure
 

stability
 

in
 

foreign
 

in-
vestment,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nd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
cul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Keywords:upstream

 

monopoly;
 

foreign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localization;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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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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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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